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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梳理了深海采矿扰动羽流输运和扩散数值模拟的研究进展。 从羽流形成机制入手，对比了近底羽流与尾水羽流在排放、
浮力驱动及被动输运阶段的动力学差异。 通过对比近场、远场主流数值框架在适用尺度、计算效率与物理刻画精度上的优劣，解释

了关键物理过程的参数化方法。 针对深海环境数据稀缺的瓶颈，深入剖析了现阶段实验室水槽与原位观测在支撑模型验证时的不

足与核心挑战。 在此基础上，对融合人工智能、先进数据同化技术以及建立标准化模型测试框架等前沿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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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深海采矿扰动羽流概述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其中铁

锰结核、富钴结壳、多金属硫化物、多金属软泥和磷灰

岩结核被认为是极具商业开发前景的深海金属矿产资

源［１］。 随着陆地资源的枯竭和人类对金属资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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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以及深海勘探技术与装备能力的发展，深海采

矿（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ＤＳＭ）正从前期的资源勘探与试

验性采集，逐步迈向商业化开采［２］。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国际海底管理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ＳＡ）已与包括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 ２２ 个承

包商签订了 ３１ 份勘探合同［３］，涵盖东太平洋克拉里

昂⁃克利珀顿区（Ｃｌａｒｉｏｎ⁃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Ｚｏｎｅ，ＣＣＺ）、印度洋

中脊等主要成矿区带。 目前国际采矿方案普遍采用

“海底集矿⁃管道提升⁃海面处理”的流程［４⁃５］，该流程在

实现矿物采集与预处理时，不可避免地会向深海海底

及中层水体释放大量富含沉积物、矿物碎屑及溶解态

组分的混合流体，即采矿扰动羽流。 由于环境行为的

复杂性与生态影响的不确定性，扰动羽流的生成、扩散

与沉降过程已成为制约深海采矿商业化进程的核心挑

战［６⁃８］。
采矿扰动羽流可分为近底羽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ｐｌｕｍｅ）

与尾水羽流（ｍｉｄｗａｔｅｒ ｐｌｕｍｅ），两者在扩散特征和环境

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９⁃１１］。 近底羽流产生于海底作业

环节，其形成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采矿

车行走与采集作业引发的机械扰动，导致海底沉积物

再悬浮，另一方面为采矿车在矿物预分选过程中将尾

矿废弃物（如矿渣与细颗粒残余物）排回近底层水域，
形成局部排放羽流。 深海采矿过程及扰动羽流生成示

意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深海采矿过程及扰动羽流生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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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深海生态系统极低的自然恢复速率，此类物

理扰动往往会导致生态环境遭受长期乃至不可逆的损

害。 实证研究显示，在太平洋结核开采实验区，采矿车

履带留下的物理痕迹在 ２６ 年后仍清晰可辨，且作为底

栖微型生物关键功能类群的线虫（ｎｅｍａｔｏｄａ），其群落

多样性与生物量均未恢复至基线水平［１２］。 进一步的

长期监测表明，即便时隔 ４４ 年，实验性采矿造成的物

理与生物影响依然显著：矿车轨迹处的大型底栖生物

密度持续偏低，虽有孔虫（ｘｅｎｏｐｈｙｏｐｈｏｒｅｓ）呈现逐步恢

复的迹象，但整体群落结构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难以复

原［１３］。
尾水羽流主要源自海面作业船在矿物预处理过程

中排放的尾水，其中含有细颗粒沉积物、矿物磨损碎屑

及溶解性重金属等成分［１１，１４］。 这些物质受重力、浮力

与背景流等作用，在水柱中可经历长达数月的沉降过

程，并伴随海盆尺度的平流输运［１０］。 据估算，沉降速

度 ０．１ ｍｍ ／ ｓ 的颗粒约 ３ 个月才能到达海底［１５］，在此

期间尾水羽流可随背景海流输运数百千米［１６］。 由于

尾水羽流可以影响透光层初级生产力、干扰海洋生物

的栖息环境并改变中层食物网的能量传递路径［１７⁃１８］，
尾水排放深度的选择及羽流的扩散范围已成为 ＩＳＡ
环境 管 理 与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ＩＡ）的关键议题。

针对采矿扰动羽流长时空尺度扩散过程及其环境

效应的研究，传统实验与观测手段存在显著局限。 实

验室水槽实验虽可在受控条件下解析羽流的湍流结构

与初始混合过程，但难以满足空间尺度和深海高压、低
温等极端环境条件的物理相似性要求，其结果难以外

推至大洋尺度的输运演变。 现场观测虽能提供最直接

的羽流浓度与沉降通量数据，但深海作业成本高昂，且
受限于水下机器人的续航能力和传感器精度，监测数

据的时空覆盖范围极为有限［１９］。 在此背景下，数值模

拟因具备多物理场耦合求解能力与情景预演的前瞻

性，已成为揭示羽流演化机制、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及支

撑采矿减缓措施设计的关键技术手段。 通过构建不同

时空尺度的数值模型，研究人员能够在给定的海洋环

境背景场与采矿作业参数下，定量模拟羽流的扩散轨

迹、浓度衰减过程及沉积通量分布，从而弥补实验与观

测在空间覆盖与情景拓展能力上的不足。
近年来，深海采矿扰动羽流数值模拟研究发展迅

速，涵盖了从近底小尺度湍流到中层大尺度平流的多

过程、多尺度建模，形成了欧拉⁃欧拉双流体模型、离散

相模型等多种方法体系，并逐步与 ＩＳＡ 的 ＥＩＡ 框架及

采矿规章草案形成对接。 然而，现有综述多侧重于近

底羽流的物理演化特征与实验观测结果［９，２０⁃２１］，或聚

焦于单一数值方法的适用性分析［１７］，缺乏对不同模拟

方法在羽流扩散问题中的系统比较，对模型验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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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稀缺性、不确定性量化以及环境管理衔接等关键

问题的认识存在局限。 为此，本文以深海采矿扰动羽

流为研究对象，聚焦羽流在水体环境中的输运和扩散

过程，剖析湍流混合、平流输运、颗粒沉降等多物理场

耦合机制，并探讨现有数值模拟方法存在的局限。

２　 羽流的形成与输运扩散过程

深海采矿活动产生的扰动羽流在海洋中经历复杂

的演化过程。 根据其动力学特征及主导物理机制，羽
流演化通常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排放阶段、浮力驱动阶

段与被动输运阶段［１０］。 三个阶段在时空尺度、动力主

控因素及环境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是数值模型构建

与尺度选择的物理基础。 另外，近底羽流与尾水羽流

虽在排放位置、初始浓度与边界条件上有所不同，但其

演化均遵循上述阶段过程。
２．１　 排放阶段

在深海采矿扰动羽流演化的三个阶段中，排放阶

段作为起始环节，对羽流随后的形态演变及扩散规模

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该阶段的核心在于羽流离

开排放源时的初始条件设定，包括初始浓度、动量通

量、排放位置等关键参数，这些参数将直接影响后续浮

力驱动阶段与被动输运阶段的演化轨迹。 近底羽流与

尾水羽流虽在排放位置、排放流程与环境影响方面存

在差异，但其排放阶段均需经历从动量主导的射流向

浮力驱动的羽流的转换，这一转换过程中的湍流混合

效率与负浮力启动时机成为决定羽流环境影响范围的

关键因素。
近底羽流的排放源于采矿车行进扰动与矿物预分

选两个过程［２２］。 采矿车在海底行进时，履带或行走结

构直接与表层沉积物接触，引发机械扰动并导致沉积

物再悬浮［２１］。 产生的羽流沿采矿车行进轨迹呈带状

分布，初始浓度在车辆尾流区最高，并随距离增加而逐

渐稀释，该过程产生的悬浮物质量相对有限。 相比之

下，预分选过程是近底羽流的主要来源［２３］。 矿物预分

选的基本流程为：采矿车前端的采集头将结核连同表

层沉积物一并吸入采集腔，在采集腔内部，通过筛分、
水力分级等方式将结核与细颗粒泥沙进行初步分离，
分离后的结核进入垂直提升管道输送至海面，分选出

的泥水混合物则通过采矿车尾部的排水管排回近底层

水域。 根据现有原型机的测试数据，预分选过程的废

水排放具有高浓度、大流量的特征：每秒可排放 ２０ ～
４００ ｋｇ 含沉积物的废水，排水管出口处的泥沙浓度可

达 １～ ３００ ｋｇ ／ ｍ３，比深海背景浊度高出 ４ ～ ６ 个数量

级。 排水管出口通常设置在距海床 １ ～ ５ ｍ 的高

度［１１，２３］。 采矿车的设计方案不同，其羽流排放规模和

特征存在显著差别［２４］。
尾水羽流源于海面作业船对矿物进行脱水与预处

理后，将废水通过排矿管排放至中上层水体（海面预

处理过程通常包括脱水、筛分、破碎等工序）。 与近底

羽流的面源、低速排放特征不同，尾水羽流表现为典型

的连续点源射流，排放特征由排矿管的设计参数决定。
商业 规 模 采 矿 作 业 的 尾 水 排 放 速 率 预 计 为

６０～１００ ｋｇ ／ ｓ，在排放口附近形成的羽流初始浓度为

５～５０ ｋｇ ／ ｍ３，经初始稀释后在中层水体的典型浓度为

０．０１ ～ １０ ｍｇ ／ Ｌ［２５⁃２６］。 以典型的排矿管内径 （ ０．２ ～
０．５ ｍ）计算，管口出流速度可达 １０ ～ ２０ ｍ ／ ｓ。 排放深

度（通常位于海面至水深 １ ５００ ｍ［２７］）是决定环境影响

范围的关键设计参数，直接影响羽流在水柱中的输运

路径与最终沉积位置［２３］。 排矿管的出口方向与管口

形状对初始射流的动量通量与湍流强度有显著影

响［２８］，出口方向（如水平、向下倾斜或垂直向下）直接

决定了羽流的初始动量矢量与运动轨迹；而管口形状

（如圆形、扩散式或多孔式）则主要通过改变射流的湍

流强度，进而影响其初始混合效率。
基于上述近底羽流与尾水羽流的排放特征分析，

尽管两种羽流在排放位置、初始浓度与动量通量等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其在离开排放源后的初始演化均

受控于三个关键物理过程：湍流卷挟、射流⁃浮力转换

与负浮力效应。 这些过程在排放源附近数十米的空间

跨度与数分钟的时间窗口内迅速完成，共同塑造了羽

流向浮力驱动阶段过渡的初始条件［２３］。 下文将阐述

这三个核心物理机制的作用原理与环境效应。
湍流卷挟是排放阶段最显著的混合机制。 当高浓

度羽流从排放源进入环境流体时，两者间的速度剪切

与密度梯度引发湍流不稳定性，导致大量周围海水被

卷挟入羽流内部，极大地稀释羽流初始浓度。 对于尾

水羽流，排矿管出口的高速射流（１０ ～ ２０ ｍ ／ ｓ）与环境

水体之间的巨大速度差使得湍流卷挟尤为剧烈，研究

表明在排放初期的数十米范围内羽流浓度可被稀释

１００～１ ０００ 倍［２３，２９］。 对于近底羽流，虽然排放速度相

对较低，但高颗粒浓度导致的密度差异同样引发显著

的湍流混合［３０］。
射流⁃浮力转换界定了羽流动力机制的主导权更

迭［９］。 在离开排放口的瞬间，羽流的运动主要由初始

动量驱动，表现为射流特征；随着动量因湍流耗散而逐

渐衰减，浮力开始主导羽流的运动。 转换位置的远近

取决于初始动量通量与负浮力（即羽流密度大于环境

海水所产生的向下净力）通量的比值：初始动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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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浓度越低，射流主导的距离越远［３１］；反之，高浓度

排放将使负浮力迅速接管羽流运动。 由于深海采矿羽

流颗粒浓度极高，这一转换通常在排放口附近数米至

数十米范围内完成。
负浮力的出现标志着排放阶段向浮力驱动阶段的

过渡。 含沙羽流的密度显著大于环境海水，受负浮力

驱动开始向下运动。 对于近底羽流，这表现为羽流贴

近海床并开始沿地形坡度向下游流动；对于尾水羽流，
这表现为羽流在水柱中开始下沉。 负浮力的大小取决

于羽流与环境流体的密度差，而密度差由颗粒浓度与

颗粒密度共同决定［１５］。
２．２　 浮力驱动阶段

浮力驱动阶段紧随排放阶段之后，持续时间从数

分钟至数小时不等，空间尺度从数十米延伸至数百米。
在该阶段，羽流的初始动量已基本耗散，其运动主要受

负浮力驱动，同时受到环境海水密度层结与背景流的

调制［９］。
负浮力驱动的下沉运动是该阶段最基本的动力学

特征。 含沙羽流的密度大于环境海水，受负浮力驱动

持续向下运动。 下沉过程中，羽流不断卷挟周围海水，
浓度逐渐稀释，密度差逐渐减小，下沉速度随之减缓。
对于尾水羽流，这一过程发生在开放水柱中，羽流可自

由下沉至中性浮力深度［１５］。 对于近底羽流，海床构成

下边界约束，羽流表现为紧贴海床的浊流 （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沿地形坡度向下坡方向流动。 浊流具有“头
部⁃主体⁃尾部”的典型结构，头部因与环境流体的强烈

混合而浓度较低、厚度较大，主体部分浓度较高、流动

稳定，尾部则因沉积损失而逐渐减薄消散［１４］。
密度层结的影响是浮力驱动阶段的关键调控机

制。 当下沉羽流的密度逐渐减小至与某一深度的环境

海水密度相等时，净浮力通量为 ０，羽流到达中性浮力

深度。 由于惯性作用，羽流会继续下冲超越中性浮力

深度，形成“穹顶”结构，随后因正浮力作用而反弹，并
沿等密度面发生水平入侵，形成横向扩展的羽流

层［３２⁃３３］。 环境层结的强度直接影响中性浮力深度：层
结越强，羽流下潜越浅；初始浮力通量越大（排放浓度

越高或排放速率越大），羽流下潜越深。 对于近底羽

流，虽然海床边界限制了其垂向运动，但深海底层水体

同样存在微弱的密度层结，这可能影响羽流脱离海床

后的再悬浮高度。
背景流的存在显著改变羽流的演化轨迹与混合效

率。 实际海洋环境中普遍存在背景流，即使在深海环

境中，ＣＣＺ 区域的底层和中层水体也存在 １ ～ ５ ｃｍ ／ ｓ
量级的背景流［３４］。 背景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羽流演

化：一是使羽流轨迹发生偏转，从垂直下沉转变为倾斜

路径；二是增强羽流与环境流体的混合，加速羽流动量

的耗散［３５］。
颗粒和羽流水体的解耦是浮力驱动阶段的关键物

理过程，这一现象在包含多粒径组分的深海采矿羽流

中尤为显著。 不同粒径与密度的颗粒具有不同的沉降

速度，沉降速度可跨越数个量级。 当羽流整体下沉时，
沉降速度较大的粗颗粒从羽流主体中脱离并提前沉

降，导致羽流剩余部分的颗粒浓度与有效密度发生突

变［３６］。 对于沉降速度远小于羽流下沉速度的细颗粒，
其随羽流整体运动，不影响羽流的最大下潜深度；而对

于沉降速度与羽流下沉速度相当或更大的粗颗粒，其
从羽流主体中剥离并快速沉降至海床，导致羽流可能

提前到达中性浮力深度或发生回弹［３３］。 这一过程对

于准确预测尾水羽流的中性浮力深度与沉积通量分布

具有重要意义。
近底羽流与尾水羽流在浮力驱动阶段的区别体现

在边界条件、环境约束等方面。 近底羽流受海床下边

界约束，表现为浊流特征，其演化还受到海底地形起伏

与底摩擦的影响；尾水羽流在开放水柱中演化，受密度

层结的约束更为显著，其最终沉降深度与扩散范围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性浮力深度的准确预测，这是评

估其对中层水体生态影响的核心环节。 此外，近底羽

流的排放浓度通常高于尾水羽流，负浮力效应更为强

烈，但其演化受底边界影响，能量损失更快。
２．３　 被动输运阶段

被动输运阶段是羽流生命周期最长、空间范围最

广的阶段，可持续数天至数年，空间尺度从数十千米延

伸至数百千米乃至海盆尺度［１０］。 在该阶段，羽流浓度

大大降低，羽流与环境流体之间的密度差异可忽略不

计，羽流输运完全由外部环境动力场控制。 被动输运

过程主要包括两大类物理机制：水动力引起的输运与

扩散和悬浮颗粒的沉降与再悬浮。 这两类机制相互耦

合，共同决定了羽流的最终环境影响范围与沉积通量

分布，同时也是数值模拟中需要准确刻画的关键物理

过程。
水动力引起的羽流输运与扩散过程是被动输运阶

段的主导机制，羽流颗粒如同示踪剂一般随环境流场

运动。 深海矿区羽流的输运受多尺度海洋动力过程共

同调控，呈现复杂的时空多样性。 中上层水体受大尺

度环流控制，流速相对较大，通常可达 １０ ～ １００ ｃｍ ／ ｓ
量级，为尾水羽流的远距离输运提供关键动力。 以

ＣＣＺ 矿区为例，北赤道流及其季节性变化主导中上层

水体输运，仅需 １０ ｃｍ ／ ｓ 流速，细颗粒在数月沉降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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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被输送数百千米［３７］。 尽管底层流速仅约为中上

层的十分之一，但在细颗粒长达数月的悬浮期内，累计

的水平输运距离仍然可达数十千米。 此外，海洋中广

泛存在的中尺度、亚中尺度涡旋及内波活动通过水平

输运与垂向混合机制，显著提高了羽流的扩散效率与

滞留时间。
悬浮颗粒的沉降与再悬浮过程决定了羽流的最终

归宿，也是制约数值模拟预测准确性的关键过程。 颗

粒的沉降速度取决于其粒径、密度、形状以及环境流体

的黏度，不同粒径颗粒表现出差异化的输运行为：粗颗

粒（ ＞６３ μｍ）以沉降为主导，在数天内即可沉降至海

床，水平输运距离限于排放源附近数千米；细颗粒

（＜１０ μｍ）以湍流扩散为主导［３８］，可在水柱中悬浮数

月，在背景流作用下被输运至数百千米外。 絮凝作用

是影响细颗粒沉降行为的关键机制，可视为沉降过程

的一种特殊形式［３９］。 深海沉积物以黏土矿物为主，具
有强黏聚性。 在高浓度区域，颗粒间碰撞概率增加，易
发生絮凝形成大粒径絮团。 研究表明，絮凝可使有效

沉降速度比单颗粒高出 １～２ 个数量级，从而大幅缩短

羽流在水柱中的悬浮时间，减小水平扩散范围。 考虑

絮凝效应后，近底羽流的扩散范围可从早期模型预测

的 １００ ｋｍ 缩减至 ５ ｋｍ 以内［３８］。 然而，絮凝效率受颗

粒浓度、湍流剪切强度与颗粒表面特性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导致羽流絮凝现象的现场观测与验证极具挑战

性。 颗粒再悬浮过程是羽流长期环境效应的核心环

节，能够使已沉降颗粒重新返回水柱，显著延长其在环

境中的滞留时间并扩大影响范围。 这一过程在底边界

层动力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主要由以下机制驱动：
① 海底海流能够产生足够的剪切应力，克服颗粒与沉

积物间的黏附力，促使沉积物再悬浮；② 内波引起的

垂向速度脉动可提供向上的输运动力，将沉降颗粒重

新带入水柱；③ 生物扰动活动则通过物理搅动改变沉

积物结构，使海底沉积物更容易发生悬浮。 这些再悬

浮机制不仅决定了沉降颗粒的命运，还可能引发二次

污染效应，对羽流的长期扩散行为产生深远影响。 在

数值模拟中，再悬浮阈值、临界剪切应力等参数的准确

性对预测羽流的长期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
综上所述，被动输运阶段的水动力输运与颗粒沉

降过程相互耦合、共同作用，决定了采矿羽流的最终环

境影响范围与沉积通量分布。 尽管该阶段的物理机制

相对简单，但由于涉及的时空尺度极大，环境参数存在

显著的时空变异性，其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仍然不可忽

视。 在数值模拟中，沉降速度参数（包括絮凝效应）和
再悬浮参数（如临界剪切应力）的准确设定是提高预

测可靠性的关键，需要结合现场观测数据和实验室实

验进行精细化标定。

３　 扰动羽流的数值模拟研究进展

深海采矿扰动羽流的演化跨越了巨大的时空尺

度。 空间上从排放口附近的毫米级延伸至海盆尺度的

数百千米，时间上从排放初期的秒级湍流脉动持续至

悬浮颗粒沉降的数月乃至数年。 这种巨大的尺度跨度

决定了单一的数值模型难以覆盖羽流演化的全生命周

期。 若采用毫米级的高分辨率网格来捕捉排放初期的

精细湍流结构，将其扩展至数十千米的远场模拟将消

耗大量的计算资源；反之，若采用百米级甚至千米级分

辨率的海洋环流模型，则无法刻画排放口附近的高浓

度颗粒⁃流体相互作用与快速射流稀释过程。 因此，当
前研究通常根据物理主导机制将模拟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同时涵盖排放与浮力驱动阶段的近场模型，二是

针对被动输运阶段的远场模型。 二者在物理假设、网格

尺度及计算成本上差异显著，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数值模

拟体系。 不同尺度模型典型特点及局限性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尺度模型典型特点及局限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项目 近场模型 远场模型 近场⁃远场耦合模型

关注阶段
排放和浮力
驱动阶段

被动输运阶段 全生命周期

空间尺度 数米～数百米 数千米～数千千米 多尺度

时间尺度 秒～小时 天～年 秒～年

典型模型

ＣＦＤ（如
ＯｐｅｎＦＯＡＭ、
ＦＬＵＥＮＴ、

ＳＴＡＲ⁃ＣＣＭ＋）

海洋环流模型
（如 ＲＯＭＳ、
ＴＥＬＥＭＡＣ、
ＭＩＴｇｃｍ）

嵌套 ／ 接力模拟

核心物理
过程

射流、湍流卷挟、
颗粒⁃流体耦合
负浮力下沉、
密度层结效应

平流输运、
湍流扩散、沉降

各阶段过程

网格分辨率 毫米～米 百米～千米 多级嵌套

计算成本 高 中～高 极高

主要局限
模拟时长短，
边界条件依赖

源项简化，
亚格子参数化

衔接复杂，
验证困难

３．１　 近场模型：排放与浮力驱动阶段

近场模型旨在刻画羽流从离开排放口、经历初始

动量耗散、转为浮力驱动，直至到达中性浮力层或形成

近底重力流的完整过程。 该阶段的空间尺度通常为数

米至数百米，时间尺度为秒至小时，其主导机制包括射

流卷吸、湍流混合、负浮力下沉、密度层结效应以及颗粒

与流体之间的动力学解耦［９⁃１０］。 深海采矿产生的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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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流和尾水羽流在这一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均遵

循“射流主导⁃浮力主导⁃中性浮力或触底”的演化路径。
针对这一阶段，计算流体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ＦＤ）模型是主流的模拟工具，其核心在于

合理选择多相流计算框架与湍流封闭方法。 在多相流

框架方面，欧拉⁃欧拉双流体模型将海水与沉积物均视

为相互渗透的连续介质，分别求解其控制方程并计算

相间作用力，能够自然刻画高浓度条件下的双向耦合

反馈，是模拟初始浓度极高的近底羽流或排矿管口核

心区的常用方案［４０⁃４１］。 离散相模型则将海水视为连

续相、颗粒视为离散的拉格朗日质点进行轨迹追踪，计
算成本相对较低，且能直观获取不同粒径颗粒的个体

运动路径，更适用于浓度已初步稀释的区域［４１］。 在湍

流封闭方法上，雷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程通过对全

部湍流脉动进行统计平均，实现了计算效率与射流扩

展预测精度之间的良好平衡，被广泛应用于工程尺度

模拟［１７，４０］。 而大涡模拟能解析大尺度湍流结构，适用

于对混合过程有更高精度要求的场景，但计算成本显

著增加［４２］。
然而，ＣＦＤ 模型的计算成本较高，难以在大量工

况下快速评估。 为此，基于 Ｍｏｒｔｏｎ⁃Ｔａｙｌｏｒ⁃Ｔｕｒｎｅｒ 卷吸

理论发展而来的积分羽流模型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

代方案［２３］ 。 该类模型通过对羽流横截面上的速度与

浓度进行积分平均，建立沿羽流轨迹演化的常微分

方程组，能够高效预测羽流的下沉路径、最大下潜深

度、中性浮力深度及初始稀释倍数 （通常为 １００ ～

１ ０００ 倍） ［２９］。 研究发现，提升管道中的热交换所带来

的热浮力可部分抵消颗粒的负浮力，使尾水羽流在更

浅的水层达到中性浮力，这一预测后续得到了现场实

验的证实［１１，３０］。 对于近底排放的羽流，在初始动量衰

减后往往转化为沿海底坡度传播的浊流，其传播距离

受到底摩擦、地形坡度和颗粒沉降的共同控制，模拟中

需要特别关注底边界层的参数化处理［１４，２２］。
现有研究已阐明采矿流程关键设计与作业参数对

近场羽流演化规律的调控机制。 在排放参数方面，排
放速度与管径共同主导了羽流初期的射流穿透深度与

卷挟稀释率：文献［２７］研究指出，通过优化排流管口

结构显著降低出口流速，可将羽流的最大水平扩散半

径缩减 ９０％以上；文献［１７］的模拟亦证实，排放初速

度深刻影响羽流初期的卷挟演化。 在采矿车作业参数

方面，多排放源之间的涡旋融合不仅增强初始混合，还
会改变羽流的沉降衰减时间［４１］；采矿车尾迹对近场羽

流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若忽略这一过程，将高估进入

远场阶段的初始悬浮浓度。 此外，履带式采矿车对海

底的扰动深度通常达到 １５～３０ ｃｍ，是羽流产生的直接

源头，环境友好型采矿车的研发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减

少羽流影响的有效手段［２４］。 文献［４０］基于欧拉⁃欧拉

双流体模型模拟采矿车初始排放阶段不同排放速度下

沉积物扩散特征，排放速度由 ０．５ ｍ ／ ｓ 增至 ４ ｍ ／ ｓ 时，
水平扩散距离增加 ２５５％，扩散宽度增加 ５６％。 近底

羽流颗粒浓度的三维分布图［４０］如图 ２ 所示，图中 Ｖ 为

初始排放速度，Ｃｒ 为沉积物初始体积浓度。

（ａ） 工况 １（Ｖ＝ ０．５ ｍ ／ ｓ， Ｃｒ ＝ ３％）； （ｂ） 工况 ２（Ｖ＝ １．０ ｍ ／ ｓ， Ｃｒ ＝ ３％）； （ｃ） 工况 ３（Ｖ＝ ２．０ ｍ ／ ｓ， Ｃｒ ＝ ３％）； （ｄ） 工况 ４（Ｖ＝ ４．０ ｍ ／ ｓ， Ｃｒ ＝ ３％）

图 ２　 近底羽流颗粒浓度的三维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 ｐｌｕ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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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近场模型在揭示羽流与环境海水的初

始混合机制、指导采矿设备设计以及评估局地环境影

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主要的局限性在于计

算成本高昂，模拟时长严重受限，且模拟结果高度依赖

于采矿车设计参数及模型参数（如底摩擦因数、卷挟

系数等）的准确输入，这些参数往往需要依赖实验室

实验进行标定［４０，４３］。
３．２　 远场模型：被动输运阶段

在被动输运阶段，远场模型普遍依托三维区域海

洋环流模型 （如 ＲＯＭＳ、 ＭＩＴｇｃｍ、 ＦＶＣＯＭ、 Ｄｅｌｆｔ３Ｄ、
ＴＥＬＥＭＡＣ 等）提供高精度的水动力背景场，在此基础

上耦合欧拉浓度输运方程或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方法，
以模拟羽流颗粒的扩散路径和输运通量［２５，３８，４４］。 近年

来，研究者针对不同海域、不同采矿场景开展了大量远

场模拟研究，其核心目标可归纳为三类：厘清背景流的

主导作用、揭示颗粒沉降行为的控制机制以及评估关

键参数对预测结果的影响。
在背景流作用方面，多项研究证实了深海环流对

羽流输运的支配性影响。 文献［１６］采用三维海洋动

力模型结合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方法，对 ＣＣＺ 区域近底

羽流进行模拟，在排放高度距海底 ５ ｍ 条件下释放

５０ 万个颗粒。 结果表明，超过 ５０％的颗粒在数千米范

围内沉降，而剩余细颗粒可继续悬浮并被背景流输运

至更远区域。 文献［２２］基于现场羽流释放试验资料，
利用 ＴＥＬＥＭＡＣ 模型对热带海山区羽流输运过程进行

模拟，结果显示悬浮泥沙浓度在约 １ ｋｍ 范围内衰减至

背景值（约 １０ μｇ ／ Ｌ）。 研究证明在复杂地形及潮流共

同作用下，未经校准的简单高斯扩散模型往往低估局

地滞留效应，而三维水动力模型具有明显优势。 另外，
背景流的季节性变化、湍流扩散系数与温盐剖面［４３，４５］

同样会对羽流的输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颗粒沉降行为的控制机制是远场模型物理参数化

的核心议题，其主要受三个因素共同调控。
第一，文献［３７］和文献［４４］研究表明，经过长时间

输运后，表层排放的羽流可扩散至海盆尺度，颗粒沉降

速度是控制这一过程的关键参数。 西太平洋多金属结

核矿区沉积物的实测数据进一步给出了定量参考：粗颗

粒（＞３２ μｍ）的沉降速度范围为 ３．３３～８．３３ ｍｍ ／ ｓ，细颗

粒（＜３２ μｍ）的沉降速度范围为 ０．０１～３．３３ ｍｍ ／ ｓ［４６］。
第二，絮凝效应可显著改变细颗粒的沉降行为，但

其应用具有明确的场景依赖性。 文献［３８］在考虑颗

粒絮凝与湍流剪切作用的条件下对近底羽流扩散进行

了模拟，发现多数颗粒最终沉积于 ９ ｋｍ 范围内，但若

忽略絮凝效应，模型会显著高估细颗粒的悬浮时间和

扩散距离。 然而，在尾水羽流中情况有所不同：初始排

放时的高湍流剪切破坏了天然絮体结构，且后续浓度

极低，絮凝作用并不显著，这为远场模型将尾水羽流简

化为单相被动示踪剂提供了物理依据［１１，３０］。
第三，多分散体系与不规则颗粒形状进一步增加

了沉降参数化的复杂性。 真实羽流包含多种沉降速度

的颗粒，文献［１５］和文献［３０］通过理论模型证明，在
沉降主导阶段，多分散体系会导致单位体积内的沉积

物通量低于单分散体系，这意味着若将颗粒简化为单

一特征粒径，会高估环境影响的严重性，属于偏保守的

评估策略。 此外，文献［４７］针对不规则矿物颗粒，提
出了一种综合考虑颗粒厚度、投影面积与表面积耦合

效应的新型形状因子（γ），并据此修正了阻力系数模

型，使得终端沉降速度的计算精度大幅提高，将该修正

速度引入高斯羽流模型后，准确地预测出羽流的最大

水平扩散距离。
近年来，深海采矿耦合模型（如 ＴＥＬＥＭＡＣ⁃ＧＡＩＡ、

ＲＯＭ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及 ＦＶＣ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等）成为采矿环境

影响的主流评估工具。 商业勘探承包商已积极将远场

模型应用于实际环境影响评估中。 例如，中国五矿集

团有限公司在其多金属结核合同区 Ａ⁃５ 区块采矿车单

体试验的环境影响声明报告中，构建了基于 ＦＶＣＯＭ
的深海采矿羽流扩散数值模型，用于评估商业规模采

矿车试验的环境影响［４］ 。 模拟中考虑了两种沉积物

粒径（０．００２ ８ ｍｍ 和 ０．０６２ ５ ｍｍ），对应的沉降速度

分别为 ０．３６ ｍｍ ／ ｓ 和 ８．３３ ｍｍ ／ ｓ，羽流排放口设于离

海底 １ ｍ 高度处。 模拟结果表明，含高浓度悬浮泥沙

（＞１０ ｍｇ ／ Ｌ）的水体主要集中在 ５ ｋｍ 之内，羽流的扩

散方向受底层流场控制，最大水平方向影响距离可达

２．１ ｋｍ，最大垂直方向影响高度为 １２４ ｍ（以 ０．１ ｍｇ ／ Ｌ
等值线计），采集试验结束后 １～３．５ ｄ 羽流消失。 再沉

积厚度最大为 ０．３３ ｃｍ，再沉积厚度大于 ０．１ ｍｍ 的面

积在 ０． ５９ ～ ０． ６４ ｋｍ２ 之间。 文献 ［４８］ 利用耦合的

ＲＯＭＳ⁃Ａｇｒｉｆ 海洋环流模型与 ＩＣＨＴＨＹＯＰ 粒子轨迹模

型，模拟了北大西洋中脊区域深海采矿尾砂的扩散行

为。 结果表明，小粒径、低密度的颗粒物扩散距离最

远，在 ２００ ｍ 水深处可达 １９２ ｋｍ。 而粗颗粒物则迅速

沉降在释放点附近，最远扩散 １５ ｋｍ。
沉积物羽流在被动输运阶段的输运与分布特征如

图 ３ 所示。 其中图 ３（ａ） ～ （ｂ） ［１６］ 分别是基于 ＭＩＴｇｃｍ
耦合拉格朗日粒子追踪模型模拟的有中尺度涡与无中

尺度涡条件下羽流的沉积与悬浮物浓度分布，揭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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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流对输运路径与沉积格局的影响；图 ３（ｃ） ～ （ｄ） ［１１］

分别是基于 ＴＥＬＥＭＡＣ⁃３Ｄ 模型模拟的稳定海流与海

流转向条件下羽流的稀释因子等值面分布，体现不同

背景流对羽流最大水平扩展范围的调控作用。

（ａ） 有中尺度涡； （ｂ） 无中尺度涡； （ｃ） 稳定海流； （ｄ） 海流转向

图 ３　 沉积物羽流在被动输运阶段的输运与分布特征

Ｆｉｇ． 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ｌｕ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ｔａｇｅ

　 　 总体而言，远场模型在评估长期累积影响、沉积覆

盖范围及跨合同区输运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但其可靠性仍面临两大瓶颈。 其一，源项条件的过

度简化。 远场模型通常将复杂的排放源简化为网格点

上的理想化点源或体源，忽略了近场阶段复杂的稀释

与解耦演化，容易导致初始浓度分布的偏差［４９］。 研究

表明，模型分辨率会通过影响初始稀释度、平流扩散过

程的解析能力以及数值混合效应，显著改变远场模拟

结果，提高水平与垂直分辨率均有助于提升模拟精度。
其二，关键物理过程的参数化问题。 区域海洋模型的

计算网格通常达数百米至数千米，无法直接解析亚格

子尺度的湍流扩散与羽流颗粒动态絮凝过程，使模拟

结果对经验参数（如水平涡黏系数、固定沉降速度、再
悬浮阈值等）高度敏感。
３．３　 近场⁃远场耦合模型：全生命周期

近场模型能够高精度刻画排放口附近的射流卷

吸、湍流混合及负浮力下沉等小尺度物理过程，但其计

算成本高昂，模拟时空范围有限。 远场模型擅长模拟

被动输运阶段的大尺度平流与扩散，但其源项条件往

往被过度简化，忽略了羽流排放阶段复杂的稀释与解

耦演化。 单一尺度模型难以完整刻画羽流从排放源至

远场沉积的全生命周期演化过程。 因此，近年来研究

者逐渐发展多尺度耦合模型，通过在不同尺度模型之

间建立合理的衔接机制，实现羽流扩散与输运的全过

程模拟［４９］。
近场⁃远场多尺度耦合的核心思路是优势互补、信

息传递：将近场 ＣＦＤ 模型输出的高分辨率浓度场、通
量分布及粒径组成等信息，经过尺度转换处理后，作为

远场海洋环流模型的输入源项；同时，远场模型提供的

大尺度背景环境信息（如温盐分层结构、背景流速剖

面、湍流强度等）则作为边界条件施加于近场模型，以
反映真实海洋环境对局部羽流演化的调制作用。 目

３３第 ３ 期 郝祚千，等：深海采矿扰动羽流输运和扩散的数值模拟：进展、挑战与展望



前，主流的耦合框架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近场向远场的单向离线耦合。 这是目前

应用最为广泛的耦合策略，其基本流程为利用 ＣＦＤ 模

型（如 ＯｐｅｎＦＯＡＭ、ＳＴＡＲ⁃ＣＣＭ＋、ＦＬＵＥＮＴ 等）对排放

阶段和浮力驱动阶段进行精细化模拟，获得羽流在近

场演化结束时的三维浓度分布、颗粒粒径谱及动量通

量等关键信息；然后，通过空间插值、通量平均或等效

源项重构等方法，将这些高分辨率数据降尺度匹配至

远场模型的粗网格上，作为物质输运方程的初始条件

或源项输入。 文献［４９］的研究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

表：首先利用 ＳＴＡＲ⁃ＣＣＭ＋模拟采矿车运动过程中形成

的尾迹流场及其对近场羽流的抑制作用，随后将近场

阶段输出的悬浮颗粒浓度及通量空间分布作为源项，
输入远场 ＴＥＬＥＭＡＣ⁃ＧＡＩＡ 模型中，结果表明，若忽略

近场尾迹对羽流的压制效应，直接在远场模型中采用

理想化点源假设，会导致初始浓度被高估，从而显著放

大对远场扩散范围的预测。 文献［２２］在热带海山的

羽流 扰 动 实 验 中， 结 合 近 场 ＣＦＤ 模 型 与 远 场

ＴＥＬＥＭＡＣ 模型，成功验证了复杂地形和内潮作用下

羽流扩散模型的准确性。 单向离线耦合的优点是实现

难度相对较低、计算资源消耗可控，是目前多尺度模拟

的主流技术路径。
第二类是近场和远场的双向在线耦合。 与单向耦

合不同，双向耦合允许远场模型的大尺度流场变化实

时反馈至近场模型，动态调整近场区域的边界条件。
例如，当一个中尺度涡旋经过采矿区域时，其诱导的背

景流场会显著改变近场射流的初始轨迹与湍流卷挟效

率［１６，３６］。 在单向耦合框架下，这种动态反馈被忽略，
可能导致模拟失真。 双向在线耦合需要在不同尺度模

型之间建立动量、质量和能量严格守恒的映射算法，并
解决网格分辨率和时间步长的鸿沟。 目前，该类方法

在深海采矿羽流模拟中尚处于探索阶段，但在其他环

境流体力学领域（如河流⁃河口⁃海洋连续体模拟、大
气⁃海洋耦合等）已有初步应用。

此外，对于浮力驱动阶段，可采用计算高效的积分

羽流模型作为连接近场 ＣＦＤ 模型与远场海洋模型的

桥梁［３０］。 积分模型基于 Ｍｏｒｔｏｎ⁃Ｔａｙｌｏｒ⁃Ｔｕｒｎｅｒ 卷吸理

论，能够快速预测羽流的下沉轨迹、中性浮力深度及初

始稀释倍数。 其输出的中性浮力深度处的羽流浓度分

布和通量信息，可作为远场模型的源项输入。 该耦合

框架在计算效率与物理精度之间实现了优异的权衡，
特别适用于环境评价中涉及大规模敏感性情景分析的

任务。

尽管多尺度耦合模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在实

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不同尺度模型之间

的物理假设不一致。 近场 ＣＦＤ 模型通常采用欧拉⁃欧
拉双流体或离散相模型，精细刻画颗粒⁃流体之间的双

向耦合；而远场海洋模型多将羽流视为被动示踪剂，忽
略颗粒对流场的反作用以及絮凝动态过程。 这种物理

一致性的断裂可能导致边界条件传递时引入偏差。
第二，空间与时间分辨率的匹配问题。 近场模型的网

格分辨率可达毫米至米级，时间步长为毫秒至秒级；而
远场模型的网格分辨率为百米至千米级，时间步长为

秒至分钟级。 如何通过合理的空间重构与时间平均算

法，在不引入数值伪扩散的前提下实现跨尺度信息传

递，是技术实现上的难点［３３］。 第三，验证数据的极度

匮乏。 完整覆盖“近场⁃远场”全过程的原位观测数据

极为稀缺，难以对耦合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进行全面

的校验。 现有验证工作多局限于对单一尺度模型的片

段式检验，耦合模型引入的额外误差难以量化。

４　 羽流模拟的结果验证

深海采矿扰动羽流的演化过程具有显著的多尺度

耦合特征，其数值模拟涉及从微观颗粒动力学到宏观

流体输运的跨尺度物理机制。 在构建数值模型时，研
究者通常需要对无法直接解析的物理过程进行合理的

参数化处理，例如在水动力模型中采用湍流封闭模型

（如 ｋ⁃ε 模型或 ｋ⁃ω 模型）表征亚网格尺度的湍流输运

效应；在羽流输运扩散模型中引入斯托克斯沉降速度

或修正沉降公式（引入絮凝效应）描述颗粒在复杂流

场中的沉降行为等。 这些参数化方案虽然在计算上具

备可行性，但也引入了不同程度的模型不确定性。 若

缺乏充分的实验验证和参数校准，数值模型预测的羽

流扩散范围、浓度时空分布、沉降通量等关键指标可能

与实际物理过程存在显著偏差，甚至导致环境影响评

估结论的系统性误差。 因此，基于水槽实验、原位观测

或现场试验数据对数值模型进行系统性验证，并采用

贝叶斯反演、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对关键参数进行优化

校准，是确保深海采矿扰动羽流模拟结果科学可靠性

的核心环节。
４．１　 实验室的物理机制验证

实验室水槽实验是验证近场计算流体力学模型的

可靠手段。 其核心优势是在受控条件下，可以独立改

变单一参数（如排放速度、颗粒粒径、底床坡度等），并
利用高速摄像、粒子图像测速（ＰＩＶ）、浊度计阵列等高

分辨率测量手段，获取羽流演化的精细化数据。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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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为 ＣＦＤ 模型中的关键参数（如湍流封闭系数、卷
挟系数、底摩擦因数等）提供了直接的标定依据。

文献［５０］通过实验室装置研究了盐和有机物质

作为絮凝剂对羽流絮凝、沉降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有机

物存在的情况下，絮凝在 ３０～６０ ｓ 内即可发生，絮凝物

尺寸从 ２０ μｍ 增长至 １ ｍｍ，沉降速度则从 １ ｍｍ ／ ｓ 跃

升至 ６０ ｍｍ ／ ｓ，变化幅度达 １～２ 个数量级。 文献［５１］
利用 ＬａｂＳＦＬＯＣ⁃２ 视频系统和沉降管对比了泥沙的沉

降特性，指出激光衍射法测得的粒径存在片状黏土颗

粒的形状效应，会导致沉降速度被严重错估，必须进行

形状系数修正。
深海采矿车采集头对沉积物的扰动是近底羽流的

直接源头。 文献［５２］设计矩形试验台研究了不同射

流速度、离底高度、行进速度下采集头对沉积物分布的

影响，发现沉积物经冲刷后，会以上层羽流和底层重力

流形式迁移扩散，扰动深度与射流速度正相关，与喷嘴

离底高度和采集头行进速度负相关。 文献［５３］基于

射流冲采式采集头，研究了双排射流参数对流场特性

的影响，发现射流具有较强的中心流场并向两侧逐渐

衰减，沉积物表层侵蚀孔呈底平侧凹的形态，表明在近

场模型中，采集头的射流参数（速度、角度、离底高度）
和行进速度是模型的关键输入变量。 文献［４０］和文

献［４２］通过实验室水槽搭载移动的采矿车模型，利用

高速摄像和浊度仪阵列，验证了欧拉⁃欧拉双流体模型

在刻画双羽流源头涡旋融合、羽流头部形态演化以及

沉降衰减过程中的高准确度，弥补了近场 ＣＦＤ 模型缺

乏实测支撑的短板。 然而，当前多数 ＣＦＤ 模型将排放

源简化为恒定速率、恒定方向的面源或点源，忽略了采

集头行进过程中射流与沉积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
此外，文献［３０］的研究揭示了楔形重力流锋面的形成

机制，随着收集器移动速度与浮力速度之比的增大，重
力流锋面变窄，这一发现对于近场模型中浊流头部结

构的参数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际深海采矿作业中，近底羽流的产生涉及多个

源头：采集头前方的射流扰动、履带行走的机械扰动以

及预分选过程的尾水排放。 这些源头之间存在复杂的

相互作用。 文献［５４］ 通过 ５ ｍ × ２．２５ ｍ × ２ ｍ 的模块

化水箱，以 １ ∶ ５０ 的缩尺模拟了 ２５０ ｍ 长的水下场所形

成的羽流，系统研究了不同浓度、喷射高度和池底角度

下羽流的形成、扩散和沉积过程，结果表明：喷射高度

越低，羽流扩散范围越小；浓度越低，沉降后的淤积量

越少。 此类实验数据为近场 ＣＦＤ 模型中多源叠加效

应的参数化提供了验证基准。

４．２　 深海原位观测的数据验证

尽管水槽实验能够提供高精度的数据帮助认识羽

流演化机理，但其空间尺度有限（通常为数米至数十

米），无法重现深海环境中的羽流演化过程。 相比之

下，深海原位观测作为验证数值模型的不可替代手段，
能够直接获取真实环境条件下的羽流演化数据。 国际

上已开展的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原位观测实验，可
依据验证对象的不同归为以下三类。

１） 近底羽流的原位验证。 此类实验的核心贡献

在于定量揭示了近底羽流的浊流本质与近底层聚集特

征，为近场模型提供了关键校验基准。 具有代表性的

工作是文献［２３］在 ＣＣＺ 区域对采矿车羽流扰动的开

创性原位监测。 该采矿车宽约 ４ ｍ，以 ０．２～０．５ ｍ ／ ｓ 的
速度行进，通过水力采集头作业，湿沉积物排放量可达

４００～１ ０００ ｍ３ ／ ｈ，相当于持续向海底以上约 ３ ｍ 处排

放约 ６０ ｔ ／ ｈ 的泥水混合物。 通过对采矿车扰动羽流

的观测发现：采矿车近场羽流表现为典型的浊流而非

被动悬浮扩散，证实近场模型必须采用重力流物理框

架；９２％～９８％的再悬浮沉积物集中在距海底 ２ ｍ 以内

的近底层，仅 ２％～８％扩散至距海底 ２ ｍ 以上水层，模
型预测的羽流厚度与这一观测高度吻合；扰动结束后

数小时内，距排放源 ３ ｍ 外的浊度仍可检测到显著异

常，所获得的浓度随距离衰减曲线可直接用于校准模

型中的沉降速度参数和卷挟系数。 作为补充，文

献［５５］于 ２０１９ 年在同一合同区开展了链式扰动器实

验，将 １ ｍ 宽的链式扰动器以平均 ０．２ ｍ ／ ｓ 的速度拖

行，形成 １１ 条长度约 ５００ ｍ 的轨迹，在扰动区域附近

布置 １５ 个搭载浊度计和流速计的传感器平台进行协

同监测，结果表明，１００ ｍ 范围内悬浮物再沉积明显，
同时悬浮物聚集会引起光照衰减，为模型中再沉积通

量与环境效应的耦合提供了验证依据。
２） 尾水羽流的原位验证。 与近底羽流不同，尾水

羽流的验证重点为排放初期的稀释率与长时序扩散行

为。 文献［１１］在南加州海域原位监测了含有 ＣＣＺ 沉

积物的尾水排放，利用相控阵多普勒声呐和高频湍流

剖面仪，证实文献［２９］提出的动态羽流模型能够准确

预测羽流的下沉最大深度与初始稀释率。 文献［５６］
在东太平洋 ＤＩＳＣＯＬ 区域的观测从更长的时间窗口提

供了验证：扰动时悬浮颗粒物浓度可达 １０ ｍｇ ／ Ｌ，约为

未扰动时的 ２００ 倍；粗颗粒快速沉降，而细小颗粒受水

深和潮汐影响可持续悬浮上百天、扩散数百千米。
３） 近场⁃远场耦合模型的交叉验证。 文献［２２］在

热带海山利用遥控潜水器人工释放羽流，并通过深海

５３第 ３ 期 郝祚千，等：深海采矿扰动羽流输运和扩散的数值模拟：进展、挑战与展望



着陆器和 ＡＵＶ 进行立体监测，实测发现在距离释放点

１ ｋｍ 处羽流浓度已降至接近背景值（约 １０ μｇ ／ Ｌ）。
该实验同时验证了两个尺度的模型：近场 ＣＦＤ 模型准

确复现了释放初期的稀释过程， 远场 ＴＥＬＥＭＡＣ ／
ＳＥＤＰＬＵＭＥ⁃ＲＷ 模型则成功预测了复杂海山地形和内

潮汐作用下的羽流扩散轨迹，为近场⁃远场耦合模拟的

整体验证提供了难得的基准数据集。
综合来看，原位观测从浊流本质验证、浓度衰减曲

线校准、远距离输运边界设定等不同层面，为数值模型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校验支撑，但各实验均受限于有限

的空间覆盖与短期监测时长，尚无法满足覆盖全生命

周期的系统性验证需求。

５　 挑战与展望

深海采矿扰动羽流的数值模拟虽已取得阶段性进

展，但作为高度交叉的研究领域，面对商业化开采的迫

切需求与海洋环境保护的严苛标准，当前研究在模型

完善度、多尺度耦合机制以及观测数据支撑等方面仍

面临巨大的科学挑战。
５．１　 当前研究的主要挑战

１） 物理过程刻画的完整性与精细化不足。 在近

场阶段，多数模拟基于平坦海底与恒定排放源的理想

假设，未能充分反映采矿车在崎岖地形上行进时排放

速率与扰动强度的动态变化；在远场阶段，亚中尺度涡

旋、内波破碎引起的垂向混合、底边界层潮汐驱动振荡

等对深海物质输运具有重要影响，却往往被简化或忽

略。 此外，絮凝、再悬浮等关键机制的参数化方案存在

显著不确定性，导致模拟结果对输入参数高度敏感，削
弱了环境影响评估的可信度。

２） 跨尺度耦合的技术瓶颈。 现有近场⁃远场耦合

模型以单向离线嵌套为主，将高分辨率 ＣＦＤ 模型的输

出降维处理后作为远场模型的源项输入，二者在网格

分辨率、时间步长及湍流封闭假设上存在本质差异，缺
乏基于动量、质量与能量严格守恒的映射算法，易引入

数值伪扩散，导致长期累积效应的模拟误差被放大。
双向在线耦合仍处于探索阶段，近场与远场之间的物

理映射问题尚未解决。
３） 观测数据对模型验证的支撑严重不足。 实验

室水槽实验受限于时空尺度，难以满足深海环境的相

似性准则；原位海试监测因成本高昂，空间覆盖有限、
时间跨度短，无法为覆盖海盆尺度的远场模拟提供系

统验证。 传感器将光学 ／声学信号反演为质量浓度的

过程中，受颗粒级配动态变化与矿物碎屑形状效应干

扰，进一步增加了验证数据本身的误差带宽，模型结果

往往难以验证。
上述局限性并非孤立存在，物理过程认知不足限

制了耦合模型的精度，而观测数据的匮乏又使参数校

准与模型验证无从开展。 二者共同构成了制约该领域

发展的瓶颈。
５．２　 展望

面对上述挑战，未来的深海采矿羽流数值模拟研

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向取得突破。
１） 融合人工智能与先进数据同化技术。 基于物

理信 息 神 经 网 络 （ 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ＩＮＮ）的预测框架已展现出在稀疏数据条件下实现高

效预测的潜力［５７］，生成对抗网络（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ＡＮ）等超分辨率重建技术有望在粗网格模

型中推演近场羽流的精细结构，绕开传统网格嵌套的

复杂流程。 同时，将四维变分同化 （ 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４Ｄ⁃Ｖａｒ ）、 集 合 卡 尔 曼 滤 波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ＥｎＫＦ）等数据同化技术引入

羽流模拟，可实现有限原位观测与模型背景场的最优

融合，动态纠正模拟轨迹，显著提升预测可靠性。
２） 构建多平台协同的深海环境数字孪生系统。

未来监测体系应以数字孪生为终极形态：协同多平台

原位感知网络持续获取多源数据，边缘计算与人工智

能在观测端进行特征提取与事件识别，上层数字孪生

模型动态耦合观测与模拟，实现过程预测、风险评估与

作业参数优化。 近期可重点提升多源数据实时处理能

力［５８］，中长期随着数据积累和模型完善，逐步实现采

矿扰动的准实时预测与情景分析，为自适应环境管理

提供技术支撑。
３） 建立标准化测试框架与透明化管理机制。 借

鉴气候模式比较计划 （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ＭＩＰ）的经验，推动构建标准化的羽流模型测试

场景库与模型比较框架，对接 ＩＳＡ 的 ＤｅｅｐＤａｔａ 数据库平

台［５９］。 该平台自 ２０１９ 年启动以来，已逐步整合多金属结

核勘探区的环境与生物数据，并依托 ＯＢＩＳ⁃ＩＳＡ（Ｏｃｅａｎ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节点实现数据标准化与全球共享。 同时，依
据最佳可行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要求，建立公开的模

拟结果数据库与可视化平台，展示模型的不确定性分

析［２４］。 这不仅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举措，更是建立

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环境评估信任的关键。

６　 结语

１） 羽流演化机制与多尺度建模框架已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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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采矿扰动羽流的演化可清晰划分为排放、浮力驱

动和被动输运三个阶段。 针对不同阶段的主导物理过

程，研究者已提出相应的数值模拟方法：近场模型（如
ＣＦＤ）能够精细刻画排放口附近的湍流混合与高浓度

颗粒⁃流体相互作用；远场模型（如区域海洋环流模型

耦合粒子追踪）则有效模拟了羽流在大尺度海洋背景

场中的平流扩散与沉降过程；而近场⁃远场耦合模型的

发展，为实现从设备尺度到区域尺度的全过程模拟提

供了技术路径。
２） 模型验证与关键参数不确定性仍是当前的核

心瓶颈。 尽管模拟技术体系日趋完善，但其可靠性仍

受到严重制约。 一方面，深海原位观测数据极度匮乏，
且实验室水槽实验受限于时空尺度和环境相似性，难
以对模型进行系统性、全生命周期的验证。 另一方面，
模型中诸多关键羽流演化过程（如湍流卷挟、颗粒絮

凝沉降、海床颗粒再悬浮等）的参数化方案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导致模拟结果对输入参数高度敏感，影响

了环境影响评估的准确性与可信度。
３） 未来研究需向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与技术创

新方向发展。 为应对上述挑战，未来的突破点在于：深
化单一尺度模型的物理过程刻画，并攻克跨尺度模型

的动态耦合与守恒匹配难题；积极融合人工智能、数据

同化等前沿技术，以提升计算效率并弥补观测数据的

不足；推动建立标准化的模型测试框架与公开透明的

模拟结果数据库，以增强环评模型的可追溯性与国际

公信力。 最终，通过流体力学、海洋学、环境工程、计算

科学及海洋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协同攻关，构建起一套

科学、可靠、透明的深海采矿扰动羽流环境影响评估体

系，为实现深海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提供

坚实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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